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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涉海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海洋事务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局面。通过
制定海洋法依法维护我国领土主权、海洋安全和海洋权益，阐述我国的海洋基本政策，
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存在必要性。我国海洋单独立法的称谓宜采用海洋法。在法的位阶
中，海洋立法属于基本法律，不属于宪法性法律，进而也就不属于基本法范畴。制定海
洋法与现存其他涉海立法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或重复，海洋法的出台应当与国家海洋战略
相呼应。我国海洋法应当对我国海洋基本政策、海洋管理体制、海上执法力量、海上通
道安全和我国在管辖外海域海洋权益作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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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海洋法律大多都是针对某一领域或某一行业制定的专项立法，法律、法规和规章相
互交织，立法层次和立法部门繁多，海上维权法律依据缺失，这对我国主张海洋主权和权益，以

及与海洋争端邻国进行法理论争，均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一些
人大代表和学者呼吁制定和加强综合性海洋法律的立法①，以立法的形式统一协调海洋事务，强

化海上维权，为有效管辖提供法理②。本文从学界和政界对海洋单独立法的讨论入手，结合域外
国家海洋立法模式，分析海洋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和立法基本范畴，指出海洋法立法对维

护我国的海洋主权和权益，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海洋强国愿景的积极作用。

一、我国海洋立法模式
( 一) 域外国家海洋法立法模式及借鉴

域外国家海洋法立法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即使在同一立法模式中立法的取向也存在明显差

异。世界上的海洋国家或海陆复合型国家普遍重视以立法作为海洋管理和维权的依据。域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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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立法模式包括三种类型: ( 1) 分散型海洋立法模式，即海洋事务的法制管理以部门或行
业立法的模式完成，如澳大利亚、德国等①; ( 2) 综合型海洋立法模式，即存在一部关于海洋事
务管理和国家海洋政策宣示的综合性立法，在此立法之下还存在众多配套实施的子法规，如加拿

大《海洋法》、美国《海洋法》、英国 《海洋及沿近海管理法》等; ( 3 ) 半集中型海洋立法模
式。如韩国 1987 年制定颁布了《海洋开发框架法案》②，2002 年对该法进行修订，修订后更名为
《海洋渔业开发框架法案》③。其是关于韩国海域管理与海洋渔业资源开发方面的综合性立法，在
内容上具有贯彻国家海洋开发战略的部分，但其并非统领韩国海洋立法的龙头法④。
由于各国海洋立法模式和法制结构各异，在是否需要一部关于海洋事务管理和国家海洋政策

宣示的综合性立法的选择上，综合型海洋立法模式国家普遍给出支持单独立法的理由包括:

( 1) 强调海洋法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需要通过立法整合的政策，支持区域经济持续
发展⑤; ( 2) 需要立法宣示一国管辖海域，以及在国际或地区海洋事务中的领导地位⑥; ( 3) 需
要立法授权建立一个高位阶的海洋管理或协调机构⑦; ( 4) 指导或约束中央 /地区政府对外签订
有关海洋事务的跨政府间协议⑧; ( 5 ) 为保障国家海洋计划或政策的贯彻提供法律强制力;
( 6) 消除一国参与国际或地区间海洋博弈的国内法盲点⑨。
域外国家有关是否需要海洋单独立法的争论中，英国在出台 《海洋及沿近海管理法》前曾

存在着激烈反对意见，而澳大利亚至今在政府层面仍然搁置海洋法单独立法，在上述立法讨论

中，反对或搁置出台综合性海洋立法的理由具体包括: ( 1) 现有国内立法满足海洋法治的需求，
不需要增加一部综合性立法瑏瑠; ( 2) 反对通过新的立法增加政府对于渔业、航海等海洋产业从业
者活动的干预瑏瑡; ( 3) 制定海洋法会干扰已经存在的涉海立法瑏瑢。
可见，域外国家在探讨海洋综合性立法必要性问题时，是结合国家海洋事务管理实际需求与

立法现状综合确定的。上述国家的立法经验对我国有四方面的借鉴意义:
其一，是否进行海洋单独立法需要根据本国现实需求。美国、英国在出台海洋单独立法前，

普遍认为出台新的立法与现有立法并不冲突瑏瑣，存在通过立法宣示国家海洋政策和授权下一步政

府海洋管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而澳大利亚搁置立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执政者认为不存在海洋立

法的需求，不需要新立法来贯彻澳大利亚的海洋政策 ( 计划) ，已有的 1999 年 《环境和生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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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保护法》 ( EPBC Act) 已经足以应对当前的海洋保护立法需求①。可见，是否进行海洋单独
立法是基于自身法律传统和法制需求。其二，综合型海洋立法模式中存在取向差异性。就立法体
量而言，如加拿大《海洋法》② 和英国《海洋及沿近海管理法》③ 均有上百条规定，立法内容全
面，而有的则是以纲领形式的规定出台的，如美国 《海洋法》④ 和日本 《海洋基本法》⑤。越南
《海洋法》虽然在立法体量上与美国、日本海洋立法相似⑥，但是在立法内容覆盖领域方面，丝
毫不输于加拿大、英国海洋立法。加、英、越三国的综合型海洋立法涵盖了海域制度和海洋行政
管理，对海洋事务进行了系统化规定。美、日两国的海洋综合性立法更像是对于一国海洋政策的
总结宣示和国内海洋管理或协调机构改革的立法授权。因此，综合型海洋立法模式中的海洋单独
立法，究竟是采用法典化立法，还是进行纲领化立法，在取向上并不存在国际统一认识，往往是

各国根据立法背景、立法动机、立法传统和依托的国内法体系的基础上自由选择的。其三，域外
国家海洋法立法内容存在共通性。英、美、加、日、越五国的海洋法虽然在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
称、内部结构、外部形式、语言表达及详略程度等立法技术层面有所不同，但都包含国家海洋战
略、海洋基本政策与制度、管辖范围与管辖权、海洋管理机构及其职权等内容。由此，综合模式
下的海洋的单独立法普遍包括对国内海洋事务的系统化规定和对国家海洋政策 ( 计划) 的具体

阐述，以及对海洋管理体制职能或改革方向的总体安排。综合型海洋立法模式下海洋单独立法内
容的共通性启示我们在考虑海洋单独立法的过程中，如果适用上述国家的立法模式，则此类共通

性内容是否有必要也纳入我国的国内立法中? 其四，海洋立法与国家海洋战略关系紧密。综合型
海洋立法模式与半集中型海洋立法模式中，立法与国家海洋战略 ( 计划) 往往配套实施。一些
国家是先立法，再出台国家海洋战略规划，如加拿大 2002 年出台 《海洋战略》，该 《战略》指
出 1996 年《海洋法》为海洋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框架基础，是具体实施海洋战略的立法授权⑦。
也有国家是先发布国家海洋战略再立法，如 2007 年越共中央通过了《至 2020 年越南海洋战略决
议》，与之配套的《海洋法》直到 2013 年才颁布生效⑧。还有的国家立法与国家海洋战略同年出
台，如韩国 2002 年《二十一世纪的海洋水产发展基本框架》确定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并指明
其是履行《海洋渔业开发框架法案》内容的法定计划⑨。可见，在综合性海洋立法与半集中型海
洋立法中规定国家海洋战略，并在立法之外颁布具体的战略规划，是目前各国的通常作法，我国

在探讨海洋单独立法、逐步改变分散型立法模式时，应当借鉴上述海洋立法模式对立法与国家海
洋战略 ( 计划) 关系的处理，保持国家海洋战略 ( 计划) 与海洋单独立法关联性。
综上，我国在借鉴域外国家海洋立法时，应当看到客观存在的法律传统和立法模式的差距，

以扬弃的态度吸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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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国海洋法单独立法的现实需要

一直以来，我国与周边邻国均存在海上划界争端从未停息过，尤其是在钓鱼岛海域和南海部

分海域，我国与邻国间的维权执法较量几乎从未间断过，由此可见，维权的现实需要已经走在了

立法之前。我国涉海法律体系缺乏国家基本法律层次的规定，亟待通过海洋单独立法加以统领和
完善。

第一，我国涉海立法体系中需要规范海洋事务的龙头法。从实际工作需要方面看，目前，我
国涉海立法体系是在行业立法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全局性、整体性不强，立法体系并不完
整，尤其是缺乏规范海洋事务的龙头法律，而海洋法制建设状况和海洋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仍

存在继续发展的空间。在具体制度方面，我国海洋综合管理和协调体制亟待立法确认和完善，在
海上执法程序立法方面，《领海及毗连区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仅对我国主要海洋权益
进行了原则性宣示，没有具体可执行的程序规则，不利于执法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无法为海洋事

务和海洋权益的不断拓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第二，需要立法引导海洋综合管理体制走向完善。海洋综合管理是建立在国家海洋整体利益

和部门行业管理之上的全局性、指导性和协调性管理，是在维护海洋权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确保海洋资源持续利用和保护海洋环境的原则下，运用法律制度、方针政策、区域规划、宣传教
育以及其他行政和经济手段，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地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和海洋权益进行管
理。2013 年，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形成多部门参与海洋事
务管理、三股力量 ( 海警、海军和海事) 实际负责海上维权执法的模式。目前，改革后的各涉
海管理部门间的职权分工仍由国务院颁布的 “三定”方案规定，而国家海洋委员会还处于 “虚
位”状态。为了配合海洋事务管理职权分工走向法制化，真正发挥国家海洋委员会对海洋事务
的协调决策作用，需要海洋单独立法对涉海部门的具体分工、海洋问题决策机制、海洋事务管理
体制进行规定，进而逐步改变“先设机构后立法”、立法总是滞后于机构改革的状态，从而转由
根据立法授权进行机构设置或改革。

第三，需要通过立法宣示我国处理海洋事务的立场。我国长期不断通过政府白皮书的方式、
政府公告、外交部记者会等方式，宣示我国在处理海洋事务，尤其是面对海洋争端时，秉持的原
则和立场，诸如《领海及毗连区法》第 2 条第 2 款明确我国与邻国在岛屿争端中对争议岛礁所
持立场的立法①，微乎其微。面对外界频频质疑我国在争议海域的主权主张和海洋政策的背景
下②，在当前国际关系相互交织、国家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海上活动日益频繁，海域争端更加激
烈的背景下，我国迫切需要将这些政府的声明升级为国家法律，有必要通过制定海洋单独立法表

明我国希望通过法治化手段维护本国海洋权益立场，通过立法规定解决海洋权益争端遵循的原

则、国内海洋维权力量运作机制等内容，向外传达我国对海洋权益的具体理解和维护和谐海洋的
决心，增加参与国际海洋事务的透明度。

第四，需要立法唤醒民族海洋意识。公众行为规范虽不是立法者可以制造的，但立法者制成
的法律，对于社会大众的意识却有莫大的警示作用，从而足以加速促成其意义之成熟。尤其在一
个社会需要有重大的变革之时，此种立法的手段更为重要③。在澳大利亚关于海洋法立法的公开
讨论中，支持海洋立法的依据之一即包括通过立法对海洋政策的总结促进公众的海洋意识和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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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领海及毗连区法》第 2 条第 2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
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岛屿”。
项北、王跃西: 《越报质疑中国南海历史主权，我专家驳斥》，新华网，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09-08 /19 /
content_11908796． htm，2014-02-28; 黎萌: 《〈开罗宣言〉70 周年之际，专家: 钓鱼岛属中国不容质疑》，新华网，
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3-11 /30 /c_118363084． htm，2014-02-28。
王伯琦: 《王伯琦法学论著集》，( 中国台湾) 三民书局 1999 年版，第 294—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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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重要性的理解①。故以立法的形式提高国民海洋意识并非妄谈。可以预见，我国与周边国家海
洋权益争端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双方围绕海洋划界及其衍生的其他海洋权益争议将持续存在，

因而，需要用海洋单独立法来提升国民的海洋意识，增强海防和海权的观念②。

二、海洋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 一) 海洋单独立法应定位于基本法律

基本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的、对国家政治、
经济和社会生活某个领域重大和全局性事项作出规范的法律③。我国 《宪法》第 62 条、《立法
法》第 7 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

律。”对于海洋单独立法属于基本法律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第一，根据法律的性质，海洋单独立法属于基本法律规定范畴。从法律的性质上看，“基本

法律”对某一类社会关系的调整和规范，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应当具有全局的、长远的、普遍
的和根本的规范意义。基本法律既可以指国家的基本法律，也可以指某个领域的基本法律，因
为，某个领域的基本法律也可以称之为国家的基本法律④。从法律部门来看，海洋单独立法属于
涉海立法领域有关海洋事务管理的综合性法律，解决的问题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对国计民生有

着重大影响，因而，从法律性质上看，海洋单独立法属于基本法律范畴。
第二，根据法律调整的内容，海洋单独立法属于基本法律规定范畴。从调整的内容上看，

“基本法律”所涉及的事项应当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
的基本关系、国家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事关国家主权和国内市场统一的重大事项以及
其他基本和重大的事项。从海洋单独立法与宪法的关系来看，宪法是海洋单独立法的依据，海洋
单独立法是国家针对海洋事务管理所进行的，包括海洋基本政策与国家海洋战略、海洋基本法律
制度和海洋管理体制等。根据《立法法》第 8 条的规定，有关国家主权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也就是海洋单独立法只能定位于法律层次，进一步而言，海洋单独立法所规定的海洋基本制度、
国家海洋战略等，不仅属于具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调整和规范国家海洋事务管理领域的基本社

会关系，而且也属于解决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关系和问题。因
而，从法律调整的内容角度看，海洋单独立法亦属于基本法律。
根据上述立法特征的界定，海洋单独立法应当是一部位于宪法之下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制定的规范海洋领域基本社会关系的法律，在属性上为基本法律。
( 二) 海洋单独立法作为基本法律并不等同于基本法

基本法律与基本法不存在等同关系，在立法上，基本法有其特定的含义。“基本法”是在一
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它的实际作用与宪法相同。在学理上，“基本法”属于宪法
性法律的范畴。“宪法性法律”是与“普通法律”相对应的一种对法律的分类，主要是指一国法
律体系中具有根本法性质的、规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或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立
法⑤。在我国法律体系之下，得到普遍认可典型宪法性法律为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立法内

09

①

②

③
⑤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of Australia，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Australia's Oceans Policy Vol 1，Canberra，1998，p． 4;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ssociation and the Australian Conservation Foundation，Out of the Blue: An Act for Australia's
Oceans，Australian Conservation Foundation，2006． p． 17．
陈小菁: 《海洋基本法应尽快走上立法轨道》，《解放军报》2012 年 3 月 14 日版; 陈丽平: 《代表建议制定海洋基本
法，外事委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启动》，《法制日报》2012 年 1 月 6 日版。

④ 韩大元、刘松山: 《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法学》2003 年第 4 期。
莫纪宏: 《论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的关系》，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 / / article． chinalawinfo． com /Article _Detail． asp?
ArticleID = 48531，2014-02-26。



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7 期 李志文 马金星: 论我国海洋法立法

容为所实施的涉及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制度的规范性文件①。海洋立法调整的
法律关系为海洋事务管理法律关系，而宪法性法律调整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配置关系②，二者存

在根本性差异。因而，在法的位阶中，海洋立法属于基本法律，不属于宪法性法律，进而也就不
属于基本法范畴。
( 三) 海洋单独立法的称谓

将海洋事务单独立法，应以什么作为该法的名称是在确定了海洋立法在我国目前具有单独立

法必要后需要做的事情。只有立法称谓与立法内容相匹配，才能保障所立之法在我国立法体系中
合理定位，避免产生法律性质或法律位阶争议。

第一，海洋单独立法不能使用基本法的称谓。基本法的称谓，在我国立法实践中只被运用于
特别行政区立法中。我国现有的基本法只有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两地的政治体制与中国本土有所不同，在宪法之下制
定基本法以实施高度自治。基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 31 条而制定的宪制性文件，主要内容有特别行政区与中央的关系、居民的权利和义
务、政治体制、经济社会事务和对外事务等，是特别行政区地方性法律的基础。因此，我国海洋
单独立法并不具有宪法性法律的属性，它不属于宪法性法律的范畴，与现有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存在很大的区别。如果不问该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味地冠以基本法
的立法称谓，会造成我国在立法中使用 “基本法”用语时含义不一，在法律术语的运用上带来
混乱。

第二，海洋单独立法的称谓宜采用海洋法。其一，在海洋单独立法称谓上不存在国际惯
常作法。从国外立法例中，也有一些国家以海洋法对此进行命名。国外对海洋事务立法所使
用的称谓并不统一，有些国家采用海洋基本法的称谓，如日本、韩国; 也有一些国家使用海
洋法，美国、加拿大、越南等; 而英国则使用 《海洋及沿近海管理法》。即使采用 《海洋基本
法》的日本，其 “基本”一词仅表明该法适用范围具有普遍性、规定事项具有一般性，况且
在海洋基本法之外，与海洋管理相关且名称冠以 “基本法”的立法还很多，如 《交通安全对
策基本法》、《东日本大震灾复兴基本法》、《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基本法》等，以符合其特有
语境和习惯。可见，海洋法的立法名称的选择多是各国根据立法内容和立法语言习惯而定。
其二，从我国现有的对基本法律的立法用语上，使用海洋法的名称更能与其他基本法律协调

一致。虽然我国涉海立法体系中存在不少立法称谓冠以 “管理”二字的立法例，如 《海域使
用管理法》、《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但立法称谓里的 “管理”突出的是行政管
理关系，海洋单独立法在立法内容上不仅包括海洋事务管理内容、还包括国家海洋基本制度、
国家海洋战略等内容，这些已经超越了普通行政管理的范畴，因而，使用海洋法的称谓较海

洋管理法、海洋开发法等称谓更为简洁、概括。

三、海洋法的基本范畴分析
海洋法的基本范畴，是指立法核心调整内容和基本制度构成③。分析海洋法的基本范畴，就

是要从不同表象下抽象出海洋法的具体特征，认识海洋法与其他立法的边界，避免出现立法冲突

或重复④。海洋法应围绕着我国的海洋事务，对涉海和海洋维权进行调整。结合 1982 年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 以下简称 《海洋法公约》) 及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通过的 《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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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刘茂林: 《香港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法学家》2007 年第 3 期。
刘作翔，马岭: 《宪法关系和宪法性法律关系》，《西北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4 期。
刘旺洪、张智灵: 《论法理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 年第 1
期; 杨士林: 《论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社会法的基本范畴》，《温州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4 期。
毛玮: 《论行政法的正式渊源》，《行政法学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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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议程》关于海洋事务的表述①，本文认为，海洋法调整的海洋事务应当包括四部分: 一是，海
洋治理事务。海洋治理事务是国家通过海洋政策、立法、执法等对海洋实践活动主体在海洋公共
事务中依法进行以资源和环境为核心体现国家权益的综合管理活动。二是，海洋开发事务。指为
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

服务性产业活动，包括: ( 1) 直接从海洋中获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 ( 2) 直接从海洋中获取的
产品的一次加工生产和服务; ( 3) 直接应用于海洋和海洋开发活动的产品的生产和服务; ( 4 )
利用海水或海洋空间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所进行的生产和服务②。三是，海洋保护事务。指
以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为目的的活动，海洋保护
在海洋事务中占据重要一席，其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在认知海洋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上形成立

法共识，即海洋生态环境是人类享受海洋惠泽、永续发展的基础③。四是，海洋协调事务。对内
包括界定国家不同组成部门在海洋事务中的职责④、统筹协调不同层级行政单位、海洋产业主体
及与海洋活动相关的组织间在海洋事务中的接洽与合作的事务，对外包括与其他国家开展区域间

的合作治理、协作解决海洋争端的事务。
在主要制度建构上，海洋法应当对我国海洋基本政策、海洋管理体制、海上执法力量、海洋

安全和我国在管辖外海域海洋权益作出具体规定。
( 一) 体现国家海洋基本政策

国家海洋基本政策，指覆盖国家海洋权益，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保护、维护和管理的高
层次的、综合性的总体政策。海洋法与国家海洋基本政策内容上并不冲突，制定海洋法的过程，
就是推动制定国家海洋基本政策的过程，也就是逐步将国家海洋基本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

程。反过来，海洋法的出台也是为国家海洋基本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及保障。
第一，海洋法与国家海洋基本政策具有兼容性。国家海洋基本政策实质是国家政策在海洋管

理领域的宣示，国家海洋基本政策与海洋立法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具体
而言: 其一，功能的共同性。海洋法与国家海洋基本政策都是国家进行海洋事务管理的工具和手
段，共同调整、控制和规范海洋管理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海洋法与国家海洋基本政策在社会调控
上具有同样性质的功能。国家通过颁布海洋法对海洋事务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规范，同样，国家
也通过实施海洋基本政策对海洋事务进行调节和管理。海洋法与国家海洋基本政策共同构成了海
洋事务综合管理的手段。其二，内容的一致性。在我国，国家基本政策往往会体现在宪法或法律
之中，具有明显的法律效力，是宪法或法律的核心内容，因此，国家政策往往成为法律的指导原

则或法律本身。同样，执政党确立的战略性大政方针一般都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和政
府的政策，进而对我国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具有指导作用，待这些政策在实践中成熟之后大都上升

为法律，因此，海洋法与国家海洋基本政策之间在内容上也具有一致性。其三，适用的互补性。
海洋法与国家海洋基本政策适用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国家海洋基本政策比海洋法调整的社会关系
更加广泛，海洋事务的各个方面都受政策的调整和规范，而海洋法则并不可能深入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许多问题就只能适用国家政策调整，而不能用法律进行硬性约束。
第二，在海洋法中包含国家海洋政策或战略是国外立法通常作法。国外类似立法在规定其国

家海洋政策或战略时，往往采用粗线条和宏观性用语，表明该国的海洋政策或战略，具有对外宣

29

①

②
③
④

根据 1982 年的《海洋法公约》及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通过的《21 世纪议程》，所谓的海洋事务至少应包
括海洋生物资源如渔业管理、海洋非生物资源如矿产的开发利用、航政港务的管理、海岸带的开发利用管理、海洋科
技的研究发展、海域执法、海洋观光发展、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保护、海洋监测等范畴，但不涉及各国之海军发展、
运作或海军政策。参见胡念祖《海洋事务之内涵与范畴》，《海洋及水下科技季刊》2007 年第 3 期。
张莉: 《海洋经济概念界定: 一个综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1 期。
参见日本《海洋基本法》第 2 条。
高之国、辛崇阳: 《制定我国海洋基本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下) ———立法的法律依据、指导思想、原则和目的》，
《中国海洋报》2010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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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如加拿大 1996 年《海洋法》在序言中强调加拿大是世界海洋资源经
营管理的领导者①。2007 年日本 《海洋基本法》内容就包括 “海洋政策的基本理念、制定海洋
基本计划、在内阁增设综合海洋政策本部”。美国 《海洋法》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专门规定了
“海洋政策委员会”和“国家海洋政策”，占据整部立法篇幅的三分之二。
可见，在海洋法中规定国家海洋政策或战略在目前各国海洋法立法中较为常见。以立法的形

式对海洋政策或战略进行 “固化”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使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国策或战略不
因领导人的施政偏好或趋向转移而弱化，另一方，通过立法确认国家海洋政策或战略的方式，鼓

励国民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实现在立法与政策上的双向扶持。
( 二) 规范海洋管理体制和海上执法力量

1． 海洋法应规范海洋管理体制。其一，协调涉海部门间的管理职能。海洋法应进一步协调
我国涉海部门在处理海洋事务时的衔接关系，包括理顺职责和功能，弥补缺陷，消除职权重叠和

缺失，避免不利竞争，增强执法能力，提升应对和处理海洋问题能力。即在行业管理模式下，通
过立法对部门职权的协调，使海洋管理整体系统、各分系统以及各子系统相互协调、高效运行，
实现海洋综合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和对海洋开发利用的效益最优化，最终取得社会、经济和环境效
益的统一。其二，界定国家海洋委员会职权范畴。在海洋法中规定国家海洋事务决策协调机构是
域外综合性海洋立法普遍的作法，如 2007 年日本 《海洋基本法》第 4 章授权设立了首相领导下
的海洋政策本部，第 30 条具体规定了海洋政策本部的职权内容②。我国海洋法应当对国家海洋
委员会的职权范畴进行立法界定，具体包括负责重大海洋事务的统筹规划、指导、协调和监督，
制定国家海洋战略，指导海洋产业的合理布局，统筹规划海洋科技发展战略等。

2． 海洋法应当规范海上执法力量。其一，海洋法应当规范和协调海上维权执法力量。国家
海洋局重组后，我国海上维权执法机构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海上执法力量由原来的五支变成中

国海警和中国海事两支队伍。在面临着我国与周边日益复杂和升级的海洋权益争端，中国海上执
法体制以及两支海上执法队伍的协调均需要予以明确。虽然海洋局的 “三定”方案规定了海警
部门和海事部门的权责划分，但内容过于简略，并未从法制层面厘清二者的权界。因此，海洋法
有必要对海上执法体制改革作进一步的阐释和拓展，对海上执法力量职责的 “四至”和机构的
协调机制，作进一步的明晰规定。其二，海洋法应当规范和指导海上武装力量活动。根据我国
《国防法》第 22 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
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海上武装力量是我国重要的海上维权执法力量，是
维护我国海洋安全的基石。根据 《国防法》第 17 条、第 26 条和第 28 条，《军队参加抢险救灾
条例》第 2 条的规定，我国海上武装力量有义务保障我国海上通道安全和海上秩序、护航与打
击海盗袭击、参与地区维和、执行抢险救助义务等。与海警、海事此类行政执法力量互相配合，
海上武装力量在海上维权方面作用巨大，优势突出。因此，海洋法应当结合 《国防法》、《军队
参加抢险救灾条例》等相关规定，对我国海上武装力量与行政执法力量在海洋维权方面的协作
和分工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共同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 三) 突出保护我国海上通道安全

我国在维护海上通道方面存在广泛的利益需求。随着科技进步和各国对资源的强烈需求，海
洋争端已经由近海延伸至远洋海底，由传统的划界纠纷延伸至各种资源权利纠纷，由传统的渔业

水产纠纷扩展至深海矿产资源、生物基因资源纠纷; 而海盗与海上恐怖袭击泛滥，船舶大型化趋
势对海洋环境生态形成多重威胁等，这些都是 《海洋法公约》颁布之时无法预想的，但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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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制定海洋法时必须面临的问题。
第一，海上通道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海洋对当今社会的最大

价值莫过于运输通道与海洋资源。海上运输通道是维系世界政治、经济和贸易的主要途径，对一
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影响巨大。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战略防御中心由内陆逐步转向沿海，自
鸦片战争至冷战结束，近代来自海上的不安全因素已经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过实质性损害或威

胁。冷战结束至今，海上通道是我国国际贸易往来和能源运输的主通道，作为世界经贸体系的重
要一员，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50%①，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 86%是通
过海上运输完成的②。2013 年 4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
皮书首次强调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也是对我国面临的海上安全形势的回应。因此，将海上通
道安全纳入我国海洋法中存在现实政治和经济需要。

第二，我国面对的海上通道安全形势复杂。我国重要战略资源和对外贸易过分依赖海上运输
通道和部分海峡通道，如 80%的石油进口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有 60%是
我国船只③。这些海上运输通道所经海域敏感地区多 ( 如南海、石垣海峡和宫古水道) ，一些地
区政局变化大 ( 如北非、亚丁湾) ，航路所经海域广阔而漫长，这些对海上运输的威胁越来越
大。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海外运输的扩大，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严重威
胁着海上交通安全。他们袭击海上运输的辅助设备，劫持交通工具，劫持航运船只等，这些行为
也威胁着国家海上通道的安全。因此，需要海洋法对保护我国海上通道安全作出部署。

第三，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在他国海洋立法中多有体现。以日本为例，其 《海洋基本法》正
文只有 38 条，但其中第 6 条、第 20 条、第 21 条、第 26 条的规定均涉及保障海上运输安全。日
本《海洋基本法》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着重强调日本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部分主要资源依赖进
口，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确保海上运输安全等以及维护海洋秩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欠
缺”，第 26 条更将“离岛” ( 或称 “孤岛”) 保护与海上交通安全相联系，剑指日中、日韩和日
俄间的岛屿争端④。因此，我国在制定海洋法时，有必要针对我国面临的海权争议和海上风险，
对保护我国海上通道安全作出针对性规定。
( 四) 规定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和南北极的权益

随着我国深海科考技术的突破，以及全球气候不断变暖，两极地区冰层融化，开发国际海底

区域和两极地区的已经变为现实。
第一，海洋法应当表明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和南北极享有的国际法权益。我国在国际海底区

域和南北极享有的国际法权益，属于国家管辖区域范围以外的海洋权益，由 《海洋法公约》、
《南极条约》等国际公约限定。具体包括，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平行开发制度”规定下，通
过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合同方式开发国际海底区域资源，从而对所申请的矿区享有专属开采

权，在南北极地区拥有开展科学研究、经济开发等和平利用的权利。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和南北
极国内立法方面存在空白，在充分利用《海洋法公约》赋予缔约国权利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空间，
因此，应当通过制定海洋法，把《南极条约》、《海洋法公约》等相关国际公约赋予缔约国的权
利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具体化，以适应 《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新的海洋形势的发展，最大限度享
受公约给缔约国带来的利益。

第二，海洋法应当以法制的形式规范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和南北极的活动。继 201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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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式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后①，同年 7 月国际海底管理局核准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
发协会提出的西太平洋富钴结壳矿区勘探申请，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就三种主要国际海底矿产资

源均拥有专属勘探矿区的国家。2013 年 8 月 8 日到 9 月 10 日中远集团一艘 1. 9 万吨货柜船成功
经北极东北航道抵达鹿特丹②，标志的北极航道资源的商业利用对我国已经成为现实。但是，在
国内法层面我国缺少与两极和国际海底区域相关的国内立法，国内法对于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开

发、海洋科学调查、海底电缆管道管理等活动的适用范围，均限定在我国管辖海域③。目前，我
国国内南极立法只有几份部门规范性文件，如国家海洋局 2008 年颁布的 《中国南极考察队员守
则》、国家海洋局 2010 年制定的 《中国南极内陆站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这些 “守则”或
“办法”既不属于我国 《宪法》和 《立法法》规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范畴，也不属于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中规定司法裁判的引用依据④，
仅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而是否能作为执法依据也是值得商榷的，而且其规范事项有限，且缺

乏必要的罚则与执行程序。海洋法应当对维护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和南北极的权益作规范，在法
律制度层面扫除我国进一步参与国际海底资源勘探和开发及两极事务管理的障碍。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我国海洋事务管理除了要建筑在雄厚的科学研究实力上以外，更需要依托完备的

法制保障，制定一部符合海洋事业的发展趋势和国家与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海洋法，对构

建更为完善合理的海洋法律体系，对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和国家安全，促进资源、环境、经济协
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立法法》和我国的立法体制看，将法规名称拟定为海洋法更为适宜，
从立法内容看，海洋法应就我国参与海洋事务方面的基本政策取向、加强国际协调和国际合作，
发展海上维权力量等方面作出指向性规定。从政治因素和立法技术角度考虑，制定海洋法已初具
时机，结合域外国家海洋立法模式的经验，海洋法应当与国家海洋战略配套出台。

( 责任编辑: 杨晨阳)

On Chinese Ocean Act Legislation
Li Zhiwen Ma Jinxing

Abstract: With the enlargement of Chinese Marine-Ｒelative activities，the marine affaires face with
more complicated situation than before． It is necessary by using Marine Legislation，which states Chinese
marine elementary policies and intensifies comprehensive marine management， safeguards China'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maritime security and interests． Ocean Act is the suit for the exact name of
Chinese marine legislation． In the precedence of law Chinese Ocean Act bellows not to constitutional law
but to fundamental law，and then it doesn't bellow to basic law． The legislation of Chinese Ocean Act
makes no conflictions or repetition with other Marine-Ｒelative legislations，the publication of Ocean Act
should cooperate with national maritime strategy． The Chinese Ocean Act shall regulate of national marine
polices，marine management system，marine enforcement，sea lane security and the marine interests
beyond our jurisdiction area．

Keywords: Oceans Act; National Maritime Strategy; Marine Ｒights Safe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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